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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赛事协议常常设定限制责任条款，以此减轻或免除赛事组织者的责任。在参赛

运动员受到人身伤害时，他(她)可以选择以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为由提出救济。如果提起侵权责
任诉讼，则对方当事人可以用合同约定的限制责任条款内容抗辩，由此导致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

的竞合。对于用合同内容抗辩侵权责任的效力，我国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借鉴各国的立法和司法

实践，我国应当允许当事人以合同条款的内容对侵权责任提出抗辩，以有利于民事纠纷的解决，

体现法律的公平原则，但应当根据体育赛事的具体情况和法律原则对限制责任条款的法律效力做

出正确判断，维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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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ponsibility restriction provisions are usually established in sports game participation agreements to 

reduce or exempt responsibilities of game organizers. When a game participating athlete is physically inured, he or 

she can choose to demand for a relief for reas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right violation or contract breaching. If a 

lawsuit abou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right violation is filed, the counter party can use responsibility restriction provi-

sions agreed in the contract to make an argument, thus resulting in the concurrence of responsibilities for contract 

breaching and right violation. In legislations of China there is no clearly specified stipulation on the effect of argu-

ing the responsibility for right violation by using contract contents. By referring to legislations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other countries, China allows the counter party to make an argument abou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right violation by 

using the content of contract provision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settlement of civil disputes, and to embody the princi-

ple of legal fairness, but a correct judgment on the legal effect of responsibility restriction provisions should be 

made according to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sports games and legal principles, so as to protection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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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各级各类群众

性体育竞技活动蓬勃兴起，但由此导致的人身伤亡事

件也逐渐增多，严重影响了运动员的人身权益。所有

这些伤亡事件使人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

体育竞技运动中保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事实是，运

动员的合法权益在这些运动赛事中受到了漠视。 

第 24 届北京国际马拉松赛落幕后，许多媒体纷纷

指责参赛报名表上的“生死状”——“本人(运动员)

在这次比赛中发生任何伤亡事故均由本人(签名者)负

责，家属、遗嘱执行人或有关人员均不能状告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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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不能以此为由提出索赔要求”。许多参赛协议

包括了类似内容，例如，“上海银行慧通理财”业余羽

毛球邀请赛规程第 11 条的“意外责任”条款也规定：

本赛事未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如参赛者以及其他相关

人员在比赛期间发生意外伤亡事故，一切责任自负。

与赛事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单位、赛事组委会

无关。2008 年第 4届釜山世界大众体育运动会的世界

武术比赛责任声明书也有同样的规定：本人(下列签署

者)，自愿呈交 2008 年第 4 届釜山世界大众体育运动

会世界武术比赛报名表格，并充分明白如在参加 2008

年第 4 届釜山世界大众体育运动会世界武术比赛时发

生任何意外而导致伤亡、残废，本人承诺将自负责任。

那么这些参赛协议的限制责任内容是不是就免除了赛

事组织单位的一切责任，而罔顾运动员的合法权益

呢？从私法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合同限制责任条款的

法律效力问题，实际上就是合同的限制责任条款(包括

免责和减轻责任的约定)是否可以作为侵权责任的有

效抗辩的问题。 

民事责任制度随着立法技术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

深入已经日渐完善，特别是在类型化的机制设计方面，

能够确保追究违约或违法者的民事责任，保障相对人

的合法权益。但是，社会是发展进步的，更复杂的社

会问题层出不穷，法律的滞后性时有发生。因此，即

使立法对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分别进行了类型化设

计，两者竞合的现象也在所难免。根据我国民法的一

般原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属于选择性竞合，

即同一法律事实产生后发生多项请求权，当事人只能

选择其中的一项行使，即使行使后受害人不能得到充

分的补救，也不能选择另外的请求权。在诉讼中，请

求权人不能就各种请求权分别起诉；如果一项起诉被

驳回，那么他不能再就另一项进行起诉[1]。我国法律对

此也进行了明确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 122 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

人身、财产权益的，受侵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

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承担侵权责

任。”对此，我国学者认为，受害人只能在违约责任和

侵权责任中选择一种责任提出请求，而不能同时基于

两种责任提出请求；法院也只能满足受害人的一种请

求，而不能是两种责任同时并用[2]。然而，在实际情况

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提起侵权责任诉讼，另一方当事

人用合同的约定内容抗辩，是否就违反了前述“非此

即彼”的二选一式的法律规定呢，或者说在这种情况

下，是否允许当事人以合同的内容作为侵权责任的抗

辩事由呢？前述案件的赛事组织者完全可以以赛事协

议的限制责任条款为自己的侵权责任作抗辩，而对这

种抗辩的效力，我国立法没有明确规定。 

 

1  国外对以合同内容作为侵权责任抗辩事

由的立法与实践 
考察各国对以合同内容作为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

的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其处理原则各不相同。 

在美国，当合同法与适用的解释规则允许时，原

告与他人之间豁免该他人对未来伤害之责任的合同将

禁止原告从该他人处获得赔偿。并且，在适当的情形

下，各方能够就哪一方应当承担伤害风险达成协议。

因此，一份合同对责任的有效限定，在其所规定的条

款之内，构成对原告向合同另一方索赔的绝对禁止[3]。 

在法国，人们认为，当契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发生

交叉和竞合时，法院应当禁止契约一方当事人选择侵

权诉讼，而允许其以提起契约诉讼的方式来防止契约

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即便侵权责任的条件完全具

备，这就是契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非竞合规则[4]。完全

否定契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是不符合现实要求

的，因此，法国有大量的判决承认《法国民法典》第

1382 条①在契约当事人之间加以适用。 

比利时的司法实践认为原则上可以通过合同对责

任减轻或排除做出约定，但对于故意侵权约定无效。

《意大利民法典》第 1229 条属于责任减轻及免除条

款，②意大利法学界认为该条规定能够在侵权法中适

用。葡萄牙的法律规定，一般商业条款通过直接或间

接的方式限制对财产损害的非合同责任是绝对禁止或

无效的，特别是对商业企业及消费者。德国法对责任

约定限制在侵权法领域原则上也是允许的，但也有许

多例外规定。英国的司法实践和《1977 年不公平合同》

认为，在合同或“通知”中，排除或限制人身伤害或

死亡之责任，在一方的责任产生于商业过程的情况下，

是无效的。合同或“通知”中的其他排除或限制产生

于商业过程的一方之侵权责任条款，即便一方因引起

对过失有注意义务的关系得以建立，若是“公平合理”

的，就是有效的[3]。 

总之，对于是否可以以合同条款的内容对侵权责

任提出抗辩，各国立法一般是允许的(葡萄牙例外)，

即以合同条款作为侵权责任的抗辩是可以接受的(可

接受性，admissibility)，只是存在程度上的不同，有一

些例外规定，但是合同内容是否能够有效抗辩侵权责

任(有效性，validity)，各国的理念差异非常大。 

 

2  我国对以合同内容作为侵权责任抗辩事

由的立法选择 
根据现有观点，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如果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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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先通过合同特别约定，双方仅承担合同责任而不

承担侵权责任，则原则上应依照当事人的约定处理，

一方不得行使侵权行为的请求权。但如果在合同关系

形成后，一方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使另一方遭受人身

伤害或死亡，则应承担侵权责任[2]。换言之，基于故意

或重大过失的侵权责任，合同的约定不能成为侵权责

任的抗辩。另一个方面，如果当事人之间已经设立了

限制责任条款，这些条款又是合法的、有效的，则在

出现这些条款所规定的情况时，应使当事人限制责任，

不应产生责任或责任竞合[2]。就产品责任而言，类似的

主张也认为，格式合同的限制责任条款不能成为产品

侵权责任的抗辩理由。③ 

笔者以为，是否允许当事人以合同的内容作为侵

权责任的抗辩事由不能一概而论。该问题应当从两个

层次上理解，一是可接受性问题，即是否允许当事人

以合同的内容作为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二是有效性

问题，即这种抗辩是否是有效的抗辩。前者是一个形

式判断，应当允许，后者是一个实质判断，需要深入

分析。具体说来，首先是考虑法律体现的公平原则。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选择以违约责任方式还是侵权

责任方式实现对自己的救济，受害方有权做出自己的

判断和利益抉择，他(她)完全可以选择一种对自己有

利的方式。此时加害人相对于受害人的自由、主动地

位而言则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他(她)不知道面对的

是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的追究，自然无从在抗辩方

面做出充分准备，所以从平衡双方利益的角度，应当

允许加害人以合同内容做出抗辩(因为这是他最熟悉

的内容，也是双方合意的基础)。当然，最终的有效性

裁决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和事实判断。 

其次，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分离是相对的，合

同法与侵权行为法的分离，这在早期的罗马法中已有

表现[5]。两者虽然存在诸多区别，但是必须看到，两者

的分离是法律技术精细化的产物，社会关系却是一个

天然的整体，同一违法行为可能符合合同法和侵权法

的不同责任构成要件，而使该行为既具有违约行为的

性质，又具有侵权行为的性质，从这个角度说，责任

竞合现象是必然的，无法消除的，违约责任与侵权责

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5]，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互

相转化，以致于出现“合同法侵权化”和“侵权法合

同化”，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侵权行为直接构成违约

的原因，即所谓“侵权性的违约行为”；或违约行为构

成侵权的结果，即所谓“违约性的侵权行为”。 

再次是如何协调“意思自治”和“责任法定”的

关系问题。意思自治原则是私法自治的主要表现，是

私法自治的核心和灵魂，是私法的最高理念[6]。在民事

活动中，尊重当事人依其自我意志做出自我选择，实

际上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保证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从价

值判断上理解，意思自治原则一是有利于当事人形成

权利义务的预期，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选择的准据法

预见法律行为的结果，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二是

有利于契约争议的迅速解决，节省交易成本[6]。但是，

法治和自由(或意思自治)具有紧密联系，因为“一个

法律体系是一系列强制性的公开规则，提出这些规则

是为了调整理性人的行为并为社会合作提供某种框

架，它们构成了人们相互信赖以及当他们的期望没有

实现时就可直接提出反对的基础。如果这些要求的基

础不可靠，那么人的自由的领域就同样不可靠”[7]。在

私法领域，两者此消彼长。侵权行为违反的主要是法

定义务，侵权责任具有法定性，但同时也具有任意性

特点，主要是因为它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之债是一种

私法上债的类型，而私法上的债具有任意性的特点，

因此受害人可以请求，也可以不请求责任人承担民事

责任[1]，从而达到促进司法救济，保障当事人自由的目

的。从这个角度讲，作为意思自治体现的合同内容如

果能够构成对侵权责任的抗辩，则可以极大地提高当

事人纠纷解决的主动性，促进民事关系的和谐发展。

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对侵权责任的发生有一定的预

期，或者双方从事的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或危险，

当事人是明知的，并且不违背其意志，只要其约定不

违背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可以采取美国处

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一般规则，尊重当事人

的这种约定，允许其作为侵权责任的抗辩，并且是有

效的抗辩。体育竞技比赛和医疗手术就是此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如果合同约定针对的是合同履行过程的

责任，④对侵权行为发生及责任承担根本没有或不可

能有预期，或者说当事人事先通过合同特别约定，双

方仅承担合同责任而不承担侵权责任，则原则上应当

依照当事人的约定处理，一方不得行使侵权行为的请

求权[8]，这时如果允许以合同的约定抗辩侵权责任，则

扩大了意思自治的范围，违背了契约自由的精神。 

最后从合同约定的内容上分析。合同约定的目的

不同，对侵权责任的影响也不同。一种情况是，合同

约定的内容针对的是侵权责任的承担，其功能和侵权

责任法定抗辩事由的“受害人承诺”⑤是相同的，不

能否认它对侵权责任抗辩的效力，应当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在最高人民法院(88)民他字1号《关于雇工合同

应当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问题的批复》中，雇主张

学珍、徐广秋于 1985 年 6 月招雇张国胜为临时工，招

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任”的内容，次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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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旧厂房的拆除劳动中，房梁断落，造成张国胜左

踝关节挫伤，引起局部组织感染坏死，导致因脓毒性

败血症而死亡；张国胜的父母张连起、焦容兰向雇主

张学珍等索赔，张学珍等则以“工伤概不负责任”为

由拒绝承担民事责任。这是一起以合同内容抗辩侵权

责任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劳动者实行劳动

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所享

有的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

任意侵犯。张学珍、徐广秋身为雇主，对雇员理应依

法给予劳动保护，但他们却在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

伤概不负责任’。这是违反宪法和有关劳动保护法规

的，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对这种行为应认定

无效。”可见，有关人身伤害的侵权行为免责条款(合

同约定)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合同约定的此类内容不

能构成对侵权责任的有效抗辩，但是这种无效是相对

的(一个形式判断)，其无效条件和适用范围是有限制

的[9]，只有其内容违背法律和公序良俗，才绝对无效(实

质判断)。对此，1999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 40 条和第 53 条进行了明确规定，可以作为判断合

同内容实质有效性的依据。 

 

3  体育参赛协议限制责任条款的效力分析 
体育赛事中，限制责任条款的效力应当根据体育

赛事项目的特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如何认定类

似协议的限制责任条款的效力呢，或者说如何对它进

行一个实质性的判断呢？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53 条的规定“合同中的下

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

可以认定“生死状”是无效的，而且是绝对无效，因

为它违背了合同法关于人身伤害不得限制责任的规

定。但是，它并不意味着赛事的组织者就必然要对运

动员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关键要

看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和过错[10]。笔者以为，在这种情

况下，赛事的参加者或运动员寻求权利救济的最佳方

式就是以违约为由提起诉讼。 

在选择违约作为诉由的情况下，根据我国《合同

法》第 60 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

保密等义务。该义务在学理上被称作合同的附随义务。

结合马拉松赛等大型社会体育活动的实际情况看，赛

事组织者对比赛及其风险拥有比运动员更高的认识能

力和应对能力，因此，赛事组织者对运动员负有提供

安全保障的附随义务。该安全保障义务至少包括以下

3 个方面：首先是告知义务，在赛前必须以适当的方

式明确告知参赛者比赛存在的一切风险，如人身伤亡、

财产损失等，以备参赛者决定是否参赛；其次是预防

义务，必须事先采取合理的安全预防措施，如实行严

格的参赛资格审查、沿途提供充分的能量供给、全程

交通监控，确保体育设施和器械的安全性(限制责任条

款是有效的，除非在提供竞赛设施上存在重大过失[11] )

等；三是救助义务，在发生意外风险时，必须及时救

助，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凡未尽到上述安全保障义

务导致运动员受到损害的，赛事组织者应承担违约损

害赔偿责任[10]。 

在选择侵权作为诉由的情况下，过错是侵权责任

的主要构成要件。过错可以分为故意和过失。故意的

可归责性在于加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具有完全的控制

力和主动权。过失的可归责性在于，行为人未能预见

本应预见的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虽然预见到损害结

果的发生，但是未加以必要程度的注意，而致使其行

为在客观上有损于他人权益。注意义务可以分为约定

的注意义务、理性人的注意义务和法定的注意义务。

约定的注意义务是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的，理性人的

注意义务是一般社会成员应当达到的注意义务，显然，

赛事组织者不属于约定的注意义务和理性人的注意义

务范围。法定的注意义务包括法律在设定权力时设定

的注意义务和特定条件下行为人应当履行的特别注意

义务，属于一种高度注意义务[12]。就体育比赛而言，

在南京的业余足球爱好者陈金诉南京足协和三隆公司

案中，法院就认为，足球比赛是一种具有激烈对抗性

和高度危险性的竞技体育运动，对于体育运动中所受

的身体伤害，应适用特殊的注意标准。因此，如果对

于损害的发生，运动员只有轻微的或者一般的过失，

如明知要体检，但深信自己身体健康，没有体检就参

赛了，而赛事组织者却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明知参

赛者必须达到某一体能标准才能参赛但因疏忽而允许

不合格者参赛，那么，赛事组织者要负全部责任，毕

竟赛事组织者较运动员尤其是业余运动员具有更高的

信息优势和控制能力[10]。在美国审理体育侵权纠纷的

实践中，法院也认为，一般说来，协议当事人通常能

够免除其因没有遵守法律规定的合理注意标准(the 

standard of reasonable care)而造成的损害，但不免除其

重大过失。而且，只要该条款语言表述清楚，含有限

制责任之意，限制责任条款无需要特别提及“过失”

一词。⑥如果限制责任条款无效，显然是能够追究赛

事组织者的侵权责任的。如果限制责任条款有效，包

括两种情况：在免责的情况下，运动员只能通过违约

诉讼看赛事组织者是否违反了附随义务从而实现对自

己利益的救济，避免竞合问题的产生；在减轻责任的

情况下，则仍然可以追究赛事组织者的侵权责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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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权衡各种因素以最终确定各方的责任。 

因此，分析体育参赛协议限制责任条款的效力，

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考虑体育赛事的性质。目前由于体育的产

业化发展，许多赛事具有浓重的商业味道，如果按照

一般的注意义务考虑限制责任条款对运动员的效力，

显然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不利于对运动员合法权

益的保护。商业性质的体育比赛，最终目的是使商业

主体获得极大的利益，因此它也应当为此承担更大的

责任。美国加州的政府法典第 831.7 条就豁免了公共

机构和雇员对参加危险娱乐活动者的人身伤害责任承

担[13]。可见，在考察赛事协议限制责任条款的法律效

力时，应当把体育赛事类型化，区分商业性质的比赛

和公益性质的比赛。对于政府层面举行的公益性质赛

事，可以从社会公益的角度出发，豁免或适当减免赛

事组织者的责任。 

其次是考虑体育赛事本身的风险性。对抗性的比

赛对人身的危险性远远大于一般的比赛项目，相应的，

赛事组织者的注意义务和运动员对风险的预见能力应

当有所区别。对于风险性大的赛事，运动员应当承担

更大的人身风险。就风险本身而言，各个构成因素对

运动员的人身威胁也是不同的。美国的司法实践把运

动项目的风险分为固有风险(inherent risk)和衍生风险

(secondary risk)，对于固有风险造成人身伤害，赛事的

组织者可以免于注意义务或责任[13]。而衍生风险是赛

事组织者可以控制的，应当具有高度的注意义务，由

此给运动员造成的人身伤害是不能限制责任的。 

再次是考虑运动员的职业水平。体育比赛或竞技

运动本身就包含巨大的人身伤害风险。这种竞技比赛

中的人身伤害是为体育规则所允许的，也是发展体育

比赛事业所必须承受的。但是参赛选手对于比赛过程

中的风险的认识，由于职业水平的差异预见水平有所

不同。如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评价限制责任条款的法

律效力则不利于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开展。因此，可以

推定，在限制责任条款的约定上，职业运动员是充分

预知的，赛事的组织者非因重大过失和故意应当减轻

或免除对人身伤害的赔偿责任。 

最后是考虑社会公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

衡。法律规则在制定过程中，一方面应当考虑利益冲

突的私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另一方面应当考虑社会

公益、国家利益和私主体利益的平衡。在社会利益和

个人权利保护的利益冲突中进行协调的基本考量是应

当侧重于前者的。就体育运动而言，国家和社会积极

鼓励进行体育活动，尤其是鼓励青少年进行体育锻炼，

其基本宗旨就是使人民通过体育活动或运动，增强体

质。其意义不单是为了保护参加体育运动的个别人，

更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相对而言，对于参

加体育活动的人在体育活动中受到意外伤害的权利保

护是必要的，但是在与全体人民、全民族的利益比较

上，则更应当注重的是后者。如果某人在体育活动中

意外受伤，就一定要追究无过错的行为人(也是参加体

育活动的人)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就是为了个别人的权

利保护，而使更多的人由于害怕意外伤害的赔偿责任

而不敢参加体育活动，损害的是更为广大的人民的利

益，是社会和民族的利益[14]。但是，这种平衡不能无

端地牺牲运动参加者的人权利益，应当在权利和义务

平衡的角度下依法裁量(商业保险是协调两者利益的

一种最佳机制)。 

体育赛事在组织、运作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惯常做

法，并且获得了业界的认可。但是体育运动领域不是

法律调整的盲区，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受

到法律的规制，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体育事业的健康发

展。 

 

注释： 
① 该条规定：“任何行为致他人受到损害时，因其过
错致行为发生之人，应对该他人负赔偿之责任。”参见
《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
版，第 330页。 
② 该条规定：“(1)任何事先限制债务人因欺诈、威胁
或重大过失所负责任的协议都是无效的。(2)当债务人
或其辅助人的行为违反公共政策产生义务时，任何事

先限制责任的约定也都是无效的。” 
③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语，转引
自张雪丽：《诺顿杀毒软件误杀了正版操作系统，广州

中院已决定立案审理》，载《法制日报》，2007年 6月
17日，第 12版。 
④ 严格说来，《合同法》第 53条规定的目的是限制或
者排除当事人未来的违约责任，而不是针对侵权责任。

参见谢怀栻等著：《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8页。 
⑤ “受害人承诺”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但对受害
人承诺的有效性应当具体分析。详细分析参见王利明

著：《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568-570页。 
⑥ Waggoner v. Nags Head Water Sports, Inc., 1998 
A.M.C. 2185, 2188-89 (4th Ci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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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的看点在哪里? 
翘首以待的北京奥运会就在眼前了，首都处处洋溢着浓

浓的奥运气氛，大概任何节日都没有如此激动人心。我们相

信北京奥运会一定能成为奥运史上最为精彩的、出色的、安

全的、干净的、圆满的奥运会。那么我们的看点究竟在哪里？

我想谈几点不太成熟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们要回顾申办以来所提出的理念、口号是否真正

落实。我们最早提出“新北京、新奥运”的口号，现在看来

北京的面貌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至于“新奥运”就是要看

本届奥运会在体现东西方文化交融方面有什么特色。其次北

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即“人文奥运、科技奥运和绿色奥运”

是否已经做到。最后还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否实
现。我认为这是我们对北京奥运会的第一大看点。 
其次，从开幕式和闭幕式中寻找文化元素。这是集中体

现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特质，也是人文奥运的体现。历届奥

运会的举办国都是全力以赴地通过现代科技来体现本国的

文化传统和与世界融合的场面。针对开幕式和闭幕式，我国

集中精力做了充分准备，我们相信一定会异彩纷呈，让 5000
年的华夏文化和现代文明相结合，给世人艺术享受。同时通

过这样的表演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无论是在现场还是通过电视直播来看北京奥运比赛，我

们首先要有选择。这是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有几十个项目。

你不可能都懂，也不可能都喜欢，所以一定要选择你熟悉而

又爱好的项目，这样看起来才有意思。比赛总有胜负，我们

总希望中国选手获胜，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在观看中国队比

赛时一定情绪紧张，因为奥运会是世界最高水平的竞赛，常

常胜负难分。有许多偶然因素难以预测，所以我们一定要以

平常心来对待我们的选手，万一有什么失误，要理解运动竞

赛的规律，而不要因为失望而大声责怪运动员。我们提倡“胜

不骄、败不馁”的体育精神，所以作为观众一定要有博大的

胸怀，在比赛进行中要为双方的精彩表现加油，万一有了失

误，我们也不要喝倒彩，而是要鼓励失败者继续加油。这就

是我们国民素质的体现，不可掉以轻心。从中我们也会受到

一次国际主义教育。顾拜旦曾经把国际主义、民主与科学作

为现代奥运与古代奥运的重要区别。 
美和尊严是顾拜旦非常重视的古代奥林匹克传统。今天

我们观看比赛一定要懂得体育的美。大家熟悉的许多项目有

突出美的因素，如体操、特别是艺术体操，跳水，花样游泳

等等，这些项目充分体现了人体美，使人赏心悦目，谁都爱

看。其实所有的运动项目，只要你用心去观察，它们都有美

的成分，只是表现方法不尽相同。以田径而言，无论是跑、

跳、投，技术动作十分复杂。如你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它们

的内在美。例如刘翔的跨栏，从他在起跑瞬间、途中跨栏到

终点冲刺，每个环节都必须有科学合理的动作。这往往是常

人做不到的。所谓合理的动作就是符合人体力学的姿势，它

必然体现人体的极限美。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在比赛中欣赏

美，就是一种享受。至于尊严，我理解是指比赛的严肃性、

公正性和纯洁性。这涉及许多方面，包括各种礼仪和比赛的

组织工作。对观众来说，也有一个尊严问题，我们要遵守秩

序，注意礼貌，要有大国风度。 
总之，要开好北京奥运会，我们人人有责，不管是在现

场参观比赛还是在场外，我们都要提高警惕，并以主人翁的

态度来对待一切，使奥运会做到万无一失。 
 

(熊斗寅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